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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群落特征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进展

韩宝龙１，∗，束承继１，２，蔡文博１，贾　 倩２，王效科１，欧阳志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重庆　 ４００１００

摘要：生态空间（林地、灌木、草地、水体）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城市绿地破碎化日益严重、
绿地质量逐渐降低、乡土植物逐渐减少、入侵风险逐渐加剧等生态背景下，如何维持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一直困扰着当下从事城市生态学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城市管理者。 植被群落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在绿地破碎化

趋势下，可作为研究内容来探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或提升策略；植被群落泛指城市中常见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按照一定分

布规则的植物群落单元，既包括道路绿地、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也包括城市郊野自然林地。 但对植被群落生态功能的研究

也多停留在对某一生态问题的简单相关性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从微观层面的植被群落角度，整合相关文献研究，介绍

了受植被群落特征影响的 ６ 种典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综述了植被群落特征对这 ６ 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机理，对植被群

落特征因子进行总结、归类，从树种特性、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其他 ４ 个角度构建了“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

响关系表”。 最后面向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提出了城市低质量植被群落地区的营建和更新原则，以期为今后城市园林部门、
规划部门制定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提供基础性技术支撑。
关键词：植被群落；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机理；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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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在缓解区域人为活动压力、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促进城市经济高效发展的同时，
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１］，如热岛效应［２］、交通噪音［３］、暴雨径流［４］ 以及由此引起的面源污染［５］ 等问

题；不仅如此，高度硬质化的城市地表环境还会导致城市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６］、植物景观功能削弱［７］等，从
而进一步影响城市居民身心健康［８］。 自生态系统服务概念提出以来，城市管理者和广大学者就城市绿地生

态系统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缓解作用开展了许多研究，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 Ａｌａｖｉｐａｎａｈ 等利用遥感和土地

利用 ／土地覆盖（ＬＵＬＣ）数据，评估了温暖时期德国慕尼黑不同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降温效果，发现城市植被

的降温效果是非线性的，且植被覆盖比例在 ７０％到 ８０％之间的地区，地表温度（ＬＳＴ）的降温效果显著且更

强［９］；同样利用地理空间数据， Ｄｉ 等对 ２０ 年来波波⁃迪乌拉索的城市化和 ＬＳＴ 进行了时空上的研究，结果显

示绿色生态空间的 ＬＳＴ 确实低于邻近不透水的城市化地区［１０］；Ｚｈａｎｇ 等利用北京市绿地空间第七次调查数

据，结合雨水径流系数法和经济评价方法，对城市绿地减少雨水径流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评估［１１］；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 等

利用 ＮＤＶＩ 数据和城市绿地空间数据，结合加拿大死亡率数据库的死亡记录信息，对安大略地区绿地空间和

人群致死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城市环境中的绿色空间与死亡率的长期降低有关［１２］。 以上作者对于城

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研究均基于城市大尺度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从静态角度分析特定土地利用类

型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从动态角度探讨土地利用与城市生态发展的时空变化规律，这也是目前学界进行生态

系统服务研究的主流方法，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宏观尺度上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制定与修改。 而在城市扩张导

致城市绿地破碎化的背景下，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开展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工作，值得思考。
“植被群落”泛指城市中常见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按照一定规则分布的植物群落单元，既包括道路绿地、

居住区绿地、公园绿地等，也包括城市郊野自然林地。 植被群落作为组成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单元，可作为研

究对象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质量，由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众多，本文所关注“城市”生态系统服务，重点

围绕城市人居环境需求开展，包括“缓解热岛效应”、“调节暴雨径流”、“减少面源污染”、“削减交通噪音”、
“人居身心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样，传统的植被群落特征研究过于关注小尺度植物景观美学效果，而
忽略了其对城市整体生态系统服务的支撑功能。 对植被群落特征⁃生态系统服务关系进行研究，诸如树种组

成、垂直结构、分布形状、群落面积、冠层密度等，可以从微观［１３］层面指导植被群落优化，自下而上的强化城市

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目前也已有部分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仅围绕个别影响参数，整体而言缺乏系统

性。 本文在大量查阅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综述了植被群落特征对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机制，同时建立“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关系表”，对不同用地类型如何优化植被群落特

征以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一般性原则，为今后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奠定基础，为园林绿化部

门的植被更新与维护提供科学指导。

１　 受植被群落特征影响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依据其价值分类可概括的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前者提供生态系统产品，为人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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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工业原材料、药品等可以商品化的服务；后者支撑与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如我国生态系统对

城市产生的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营养物的循环、二氧化碳的固定等难以商

品化的服务［１４］。 本文主要结合植被群落特征（树种特性、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冠层结构等），对后者中受植

被群落特征影响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讨论：缓解热岛效应、调节暴雨径流、减少面源污染、消减交通噪音、
人居身心健康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而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角度探讨植被群落优化一般性原则。

城市热岛是指城市温度高于周边地区或农村地区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活动与环境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区域环境特征［１５］。 而城市绿地系统对于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具有公认的显著的

效果。 城市地表降温增湿的实现，主要来自于作为城市绿地系统基本单元的植被群落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
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反射作用以及群落整体的遮蔽降温作用［１６］；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不透水地表面积的增加

改变了城市下垫面条件，导致了城市暴雨径流现象的加剧，使得城市内涝频发［１７］，而城市绿地可从截留、蓄
积、下渗等方面对降雨压力进行缓解，而缓解能力则受基本单元植被群落特征的影响；面源污染一般是指污染

物经过降雨或融雪的径流，被冲刷和自然携带到河流、湖泊、湿地、滨岸和地下水中所形成的污染［１８］，而城市

绿地不仅可以通过调节径流对污染物进行截留，其内部的植物组成对截留的污染物也有一定的消解作用［１９］；
在城市道路快速发展和居民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噪音问题日益严重，亟需解决。 切断

传播途径是目前较为常见的解决措施，与修建声屏障、防噪堤的高成本和低普及性相比，绿化带消减交通噪音

则成为一种简便、易行、可靠的方法［２０］；人居身心健康和生物多样性指数是城市是否良性发展的重要判定指

标，在城市居民自杀率上升［２１］、环境污染诱发疾病频发［２２］、生物多样性降低［２３］ 等背景下，如何求得人与生物

在城市中生活环境问题的最优解，是学界在研究城市绿地系统和植被群落设计时所必须要思考的。
植被群落特征对于上述 ６ 种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存在显著的影响，如何进行植被群落优化以提升城

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值得学界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参与其中，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对
植物群落特征⁃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

２　 植被群落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２．１　 缓解热岛效应

城市绿地缓解热岛效应服务能力主要受其基本构成单元（植被群落）的植物类型、垂直结构、水平结构、
冠层结构等特征影响。 植物种类不同，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反射作用及树冠的遮蔽降温

作用也不尽相同。 陈丽文等［１６］和李凤霞等［２４］在各自的研究中分别应用仪器分析法和样点实测法，对不同植

物的增湿降温能力进行了测定比较，发现不同植物在城市局部微气候中降温增湿的能力存在差异，且随着季

节的变化而动态变化；Ｓｍｉｔｈｅｒｓ 等［２５］也从树种层面，对不同树种在世界温带地区提供城市降温的相对能力数

据进行了整合，开发出了一种实用的方法来选择那些在这方面有最大潜力的树种。 这些植物增湿降温能力的

差异主要源自于它们冠幅、叶面积指数、反射率、气孔导度等特征差异。
植被群落作为不同种类植物组成的综合体，其结构特征无疑也会对群落整体的缓解热岛效应能力产生影

响。 植被群落结构一般可分为垂直结构、水平结构和冠层结构。 垂直结构指植物群落的垂直配置状态，成层

现象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按植物的生活型把植被结构从底部到顶部划分为地被层、草本层、灌木层和乔木层

４ 个基本层次［２６］。 实测法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常采用的方法［２６⁃２７］。 陈朱等［２８］ 在对上海市 １５ 个公园进行进行

样方实测后，对乔⁃灌⁃草、乔⁃草、草地 ３ 类群落结构的减温效果进行测定比对，发现不同植物群落结构类型的

降温效果确存在差异，其中乔⁃灌⁃草复合型降温效果最好；高吉喜等［２９］在研究北京城市绿地群落结构对降温

增湿功能的影响机制时，通过对 ２４ 个典型绿地群落夏季降温增湿效果的实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乔

木、灌木、草本单独三者之间降温能力的比较，Ｓｏｄｏｕｄｉ 等［３０］ 通过实测结合 ＥＮＶＩ⁃ｍｅｔ 模型模拟以及 Ｄｕｎｃａｎ
等［３１］通过遥感影像研究不同植被类型的降温程度时发现，降温能力依次为：乔木、灌木、草本。 水平结构也是

在进行植被群落设计时需着重考虑的特征。 水平结构的构成参数主要为斑块形状指数、斑块面积和斑块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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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斑块面积和斑块周长对降温能力的影响机制，学界研究所得结论较为相似，均一致认为存在正相关关

系［３２⁃３５］，不过仍有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了植被斑块面积与降温能力之间的阈值效应［３６⁃３７］，绿地斑块

的降温效应在面积达到某一临界值后便会趋于平缓，其中的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斑块形状指数对于

植被群落降温效应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分歧较大，存在正相关［３５⁃３６］、无明显相关［３８］、负相关［３９］ 三种

观点。 冠层结构主要包含叶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等参数，关于这 ３ 个参数对于植被群落降温效应的影响研

究已经非常成熟，研究证明叶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 ３ 个参数［４０⁃４３］ 与植被群落降温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且叶面积指数和郁闭度存在影响阈值。
２．２　 调节暴雨径流

已经有许多学者就植被群落特征对于径流削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 植被群落主要通过截留蓄积、土
壤改造来对暴雨径流进行调节，受树冠特征、郁闭度、根系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截留蓄积可分为林冠截留和枯落物截留两部分。 游宇等［４４］对 ８ 种园林乔木林冠的雨水截留作用进

行研究，发现在 １６ 场降雨中国槐、雪松及银杏的总林冠截留体积明显大于其他 ５ 种树木，且在不同降雨量条

件下，针叶乔木林冠截留率始终高于大型和小型阔叶乔木；而尹剑红［４５］ 在 １１ 种园林地被植物冠层截留特征

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单位面积条件下，不同园林地被植物因冠层特征的不同产生的截留量的差异。 在树冠特

征的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对植被群落的郁闭度与截留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４６⁃４８］，研究表明植被群落郁

闭度越大，林冠和枯落物对暴雨的截留作用就越强。
植被群落根系对径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造土壤结构来实现的，根系的存在可以疏松土质，降雨加速下

渗［４９］，且一般根系发达、须根粗壮的植物能通过膨胀、延伸等作用在土壤中形成大孔隙通道，并能延伸至土壤

表面形成优先流，从而维持土壤的渗透性能［５０］，唐正光［５１］在研究中发现，植被群落的根系层可以显著提高群

落内的岩土体中大孔隙的数量和规模，从而大大提高了岩土体的降雨入渗能力；李建兴等［５２］也通过对根长密

度和土壤饱和持水量关系的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了根长密度高的植被群落对土

壤的改造能力更强，可以更好的减少地表径流的产生。
２．３　 减少面源污染

由降雨引起的地表产流含有悬浮物、营养物、重金属、毒性有机物等污染物，若没有截留措施干预，便会进

入水体，造成面源污染［５３⁃５４］。 植被群落可从削减地表产流、污染物净化两方面来对面源污染进行控制，其效

果受植物种类、种植密度、群落层次等因素制约。 削减地表产流 ２．２ 部分已从植被群落的截留蓄积和土壤改

造两方面进行了阐述，本节将对植被群落的污染物净化能力进行综述。
植被群落组成中，不同植物对于面源污染的净化能力各不相同。 Ｒｅａｄ 等［５５］ 对原产于澳大利亚的 ２０ 种

植物的水污染物（总氮（ＴＮ）、总磷（ＴＰ））净化效果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各植物间的净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
杨帆等［５６］研究了 １０ 种不同植物对水质（ＴＮ、ＴＰ）的净化能力，ＴＮ、ＴＰ 浓度（以质量浓度计）为 ２．０８—３．０３、０．
５６—０．７７ ｍｇ ／ Ｌ 时，不同植物对水质的净化能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另外的一项实验研究中 Ｒｅａｄ 等［５７］ 更

进一步提出了不同植物种类间根系特征差异与面源污染净化能力差异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与最长根的长

度、生根深度、总根长和根质量有关，均为正相关。 另外植被群落的种植密度也对其面源污染控制能力有一定

影响，吕建等［５８］在河岸缓冲带对三种种植密度（４００ 株 ／ ｈｍ２、１０００ 株 ／ ｈｍ２和 １６００ 株 ／ ｈｍ２）的杨树人工林的无

机氮去除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 １６００ 株 ／ ｈｍ２杨树人工林缓冲带对径流水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去除能力最强，
而 ４００ 株 ／ ｈｍ２缓冲带去除效果较差；胡颖［５９］在研究河流、沟渠旁植物群落对 Ｎ、Ｐ 的自然净化效果时，也发现

了植物密度和 ＴＮ、ＴＰ 去除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系；种植密度同样对植被群落的重金属富集能力产生影响，朱胜

男等［６０］对 ３０ ｍ×２０ ｍ、２５ ｍ×２０ ｍ、２０ ｍ×２０ ｍ ３ 种不同种植行间距的紫苏群落铅富集能力进行了实验检测，
经方差分析发现，铅富集量总体上随种植密度的增大而增大。 另外，植物群落配置方式也是制约面源污染控

制能力的因素之一［６１⁃６３］，吴健等［６４］对草＋灌、草＋乔、草＋灌＋乔三种配置方式的固体悬浮物、ＴＮ、ＴＰ 三种面源

污染的去除效果进行了研究，从面源污染防治试验结果来看，选择的三种植被组合模式以草＋灌＋乔的群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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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模式为最优；刘宏伟等［６５］对裸土、草本、乔＋草三种样地的重金属去除效果研究后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乔
木⁃草本植物混合配置样地对铜离子的去除效果稳定， 且平均去除率最高。

所以在进行植被群落营建或优化时，为实现其减少面源污染能力的最大化，可适当考虑选用根系发达、根
质量高的树种，同时适当增大种植密度，且尽量避免群落植物生活型单一化，可采用乔＋灌＋草结合的复合式

群落配置模式。
２．４　 削减交通噪音

城市中交通噪音主要由来往车辆的喇叭声、胎噪及道路施工等组分构成。 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植

被覆盖对于交通噪音的削减作用［６６⁃６８］。 同样的，植被群落在交通噪音削减服务方面也表现出树种和结构的

差异性，通过文献搜集分析，我们可从这两方面对植被群落的降噪机制进行综述。
树种对于植被群落噪音削减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植物树冠特征、分枝点高低和叶面积指数等特征差异

上。 目前，有关树种树冠特征对整体植被群落降噪能力的影响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争议，存在针叶树种强

于阔叶树种与阔叶树种强于针叶树种两种观点。 Ｋａｒｂａｌａｅｉ 等［６６］ 在对不同树种的降噪能力研究中，发现在夏

季阔叶树相较于针叶树的降噪能力更强，但吴淑杰等［６７］和张明丽等［６８］ 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认为针叶类树种的

降噪能力要强于阔叶类树种，有学者［６９⁃７０］进一步研究了不同噪声频率等级条件下，不同树种的降噪能力，发
现对于 ５００ Ｈｚ—２ ｋＨｚ 之间的噪音，降噪能力受叶片数量影响较大，所以针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对于

２ｋＨｚ 以上的高频噪音，阔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 对于叶面积指数、分枝点高低与树种降噪能力之间关系

的研究，张庆费等［７１］在对上海植物园样地进行实测的基础上，对叶面积指数、平均枝下高、平均高度、盖度、平
均冠幅、平均间距、裸地率、平均胸径 ８ 个潜在因子进行相对衰减量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叶面积指数与平均枝

下高 ２ 个因子的相关性位居前两名，且叶面积指数越高、分枝点越低，降噪效果越好，巴成宝［７２］利用回归分析

研究不同大小乔木植株减噪能力时，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且枝下高和叶面积指数 ２ 个因子与减噪能力之间

的 Ｒ２分别为 ０．９６４ 和 ０．９５３。
植被群落的降噪能力也受结构特征的影响。 垂直结构上，陈龙等［７３］ 在 ５ 个宽度级别上分别对 ４ 类不同

结构绿地样点进行实测，发现乔灌草复合结构的道路绿地降噪能力要强于纯乔木结构或纯灌木结构，纯草坪

结构的降噪能力最弱，Ｋａｒｂａｌａｅｉ 等［６６］用同样的方法测定了不同宽度级别上不同种类构成绿地的降噪效果，发
现乔灌复合结构在 １００ ｍ 的宽度水平上降噪效果最强，可降低 ４４ ｄＢ；水平结构上，绿地的降噪能力主要受宽

度影响，一般来说绿地宽度越大，其降噪能力就越强［７４］；另外，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Ｓａｌａ 等［７５］在研究中证实，对植物间进

行合理的排列、布置可以有效地改善它们的隔声降噪能力， 这与声波在传播中与植物带枝叶所产生的共振和

衍射有关，而明雷等［７６］进一步研究重庆主城区常见三种道路景观植物的降噪效果后发现，对单一植物种， 植

物间交叉排列的绿化带对交通噪声的衰减效果比平行排列好。
２．５　 人居身心健康

相较于上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植被群落特征对人居身心健康服务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城市居民压力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人群身心健康与植被群落间存在正向关系［７７］，两者之

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目前多集中在绿视率、芬多精以及生态效益提升带来的疾病降低 ３ 方面。
黄俐琳等［７８］将绿视率作为评价公园绿道植被群落康养能力的主要因子，绿视率越高，植被群落康养能力

得分越高，Ｂｏｅｒｓ 等［７９］以荷兰乌特勒支为例，利用统计数据研究了当地精神障碍患者的居住环境，发现绿色空

间小、绿视率低的区域，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较高，从侧面证实了绿视率与人群身心健康之间的正向关系，
Ｎｕｔｓｆｏｒｄ 等［８０］通过对新西兰焦虑 ／情绪障碍治疗数量与绿地距离和社区内绿地比例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
发现了同样的规律，绿地可达性越高、社区绿地比例越高，焦虑 ／情绪障碍治疗数量越低。

芬多精（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ｒｅ）， 又名植物杀菌素 （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 是指植物的花、叶、木材、根、芽等油性细胞在自然

状态下释放出的， 可对其他有机体产生影响的挥发性或非挥发性的气态有机物 ＶＯＣｓ， 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

力， 明显抑制癌细胞生长， 具有特殊的医学功能［８１］，林静等［８２］采样测定了五种康养植物芬多精成分及含量，

２８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发现芬多精对环境保护和人体保健具有杀菌抑菌、净化空气、调节人体生理指标等生态功能，Ｌｉｍ 等［８３］ 通过

提取日本扁柏的芬多精经过实验后发现，芬多精可以有效地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而后者正是

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Ｈｉｒｏａｋｉ 等［８４］ 在芬多精溶液的黑色素抑制效应

研究中发现，芬多精溶液对于生物体的黑色素生成具有抑制作用。
重工业大发展背景下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急剧下降，由此引发的呼吸道疾病成为目前城市居民所要面临的

重大致死疾病之一。 Ｄａｄｖａｎｄ 等［８５］调查了巴塞罗那的 ３９ 所学校校内绿化度和空气污染指数，经研究发现，学
校内部和周边的绿化程度与学校内部和周边的空气污染水平呈负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健康专家应从绿化角度

出发出台政策降低学生因空气污染暴露的致死率，Ｓｈｅｎ 等［２２］以台湾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模型，
探讨植被群落结构特征通过净化空气污染物对呼吸道疾病致死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发现通过增加植被群落的

最大绿色斑块百分比可以降低肺炎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熊林云［８６］ 在研究上海市郊城市绿地特性与

居民呼吸健康关系后发现，居民所在周边绿地植被覆盖度越高，居民呼吸健康状况越好，且植被群落结构层次

越丰富，对呼吸健康的效益就越大。
２．６　 生物多样性保护

城市生物多样性是植被群落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不断升高的硬化地表面积挤压了原有城市生物生存空

间。 为实现城市扩张过程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适宜的生境条件。 植被群落

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其特征的改变会第一时间影响到生物的栖息状态，我们可从食源性植物、
入侵植物风险、植物多样性三方面探讨植被群落特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食源植物不仅可以为鸟类等动物提供栖息之地，还对动物的生存与繁殖具有重要作用。 冼丽铧等［８７］ 调

查了广州市 １２ 处城市绿地食源树种的应用，观察鸟类及蜂蝶类的取食情 况，发现其主要取食部位为植物的

花蜜、果实与嫩叶，观赏与被取食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春夏季，以香樟、羊蹄甲、木槿、海桐等植物为主；食源植物

在兼顾观赏性和生态性的基础上，对于鸟类等动物的取食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王勇等［８８］对植被群落种类组

成以及对鸟类等动物的研究，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对食源植物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有助于形成视觉、听觉、
嗅觉相结合的生态景观，丰富市民的感官和体验感，还有利于鸟类等动物的生存繁殖，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
Ｆｅｒｇｅｒ 等［８９］以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为例，沿海拔 ８７０—４５５０ ｍ 的梯度记录了鸟类物种的丰富性，并对当

地的气候条件、植被结构和食物资源的可得性进行了量化分析，运用路径分析法分析了它们对所有鸟类、食腐

动物和食虫动物物种丰富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发现植被结构和食物资源的可得性对生物物种丰富度模式具

有显著的影响。
随着全国各地贸易往来的不断频繁以及人们对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培育和利用，植被群落结构不断丰

富，城市生物多样性逐渐增加，大量外来植物被引进到城市之中［９０］。 但由于全国各地不同植物所需的生长环

境不同，许多植物及其品种在引种后使得城市中乡土植物失去一定程度的生长优势，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具有

极大危害， 如马缨丹［９１］、野罂粟［９２］、含羞草等［９２］，会造成城市中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现象［９３］。 Ｂｅｚｅｍｅｒ 等［９４］

比较受入侵植物影响生境中本地植物和入侵植物上的昆虫多样性分布后发现，入侵植物上的昆虫的丰富度通

常较低；ｖａｎ Ｈｅｎｇｓｔｕｍ 等［９５］认为入侵植物会对当地动植物群落产生重大影响，且对 ５６ 项关于植物入侵对节

肢动物群落丰富度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节肢动物多样性的丧失通常与植物物种丰富度的丧失直接

相关，而入侵植物的扩散是多样性和丰富度降低的主要驱动因素。
植物是组成植被群落空间的基本单元，多样化的植物组成也有助于植被群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Ｈｅｙｍａｎ［９６］在瑞典西南部的韦斯特拉⁃戈塔兰县进行的管理试验中发现，如果大面积清除林下植物，会对鸟类

的数量产生负面影响，且与“成片”清理的地块相比，“完全”清除林下的地块，林下繁殖鸟的总密度下降更多；
Ｅｉｓｅｎｈａｕｅｒ 等［９７］通过调查示范草原建立 ２ 年、４ 年和 ６ 年后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群的表现，研究植物多样

性和关键功能群的存在对土壤生物群的影响变化，发现植物的多样性，从物种和数量上来说，对微生物多样性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且功能群落丰富度，是影响土壤生物群落的最重要的植物群落属性；彭李菁等［９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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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广州市信园为研究个案，同时先取市内有代表性的 ５ 个生态园林区作对比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计算物种

多样性指数（ＳＷ 指数），并把计算结果分别与园区内其它生物多样性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鸟类、其他小

型动物的种类数随植物 ＳＷ 指数上升呈现增高趋势，即植物多样性决定动物物种丰富程度。
２．７　 总结

在进行城市生态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研究时，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ＬＵＬＣ）凭借获取的便捷性、呈现

的直观性，一直被广泛运用，研究成果的应用多停留在指导宏观层面的绿地系统规划，而在城市绿地斑块逐渐

破碎化的趋势下，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微观层面的植被群落优化研究应受到重视。
从上述内容看，植被群落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因子可以归为两大类：树种与结构，其中树种因子又

包含叶面积指数、分枝点高低、根系特征、树冠特征、化学物质生成等若干因子，结构因子包含垂直结构、水平

结构、冠层结构等若干因子。 植被群落主要通过植物体的蒸腾作用与群落整体的遮蔽作用缓解热岛效应，叶
面积指数、冠幅、郁闭度、群落面积和周长等参数与植被群落的降温效应均存在正向关系，不过叶面积指数和

郁闭度存在影响阈值；暴雨径流与面源污染均与降雨量有关，所以可通过加强植被群落的截留蓄积能力同时

增强调节暴雨径流服务与减少面源污染服务，针叶乔木林冠截留率普遍大于大型和小型阔叶乔木，郁闭度越

高，群落截留蓄积能力也就越强，此外，根系强弱、根长密度大小与群落的调节暴雨径流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

向关系，最长根的长度、生根深度、总根长和根质量与群落的减少面源污染服务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且科

学的群落种植密度与多层次配置模式也可增强群落的减少面源污染服务能力；树种层面，植被群落对交通噪

音的削减能力主要受植物体分枝点高度、叶面积指数和树冠特征的影响，且低分枝点、高叶面积指数的植物具

有更强的噪音削减能力，而面对不同的噪音频率时，不同树冠特征的植物表现不一，５００ Ｈｚ—２ ｋＨｚ 之间的噪

音，针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 ２ ｋＨｚ 以上的高频噪音，阔叶类树种的降噪效果更好；在提升城市人居身心

健康方面，高芬多精挥发量的植物体对人群生理健康具有更好的改善效果，高绿视率的城市绿地可以极大的

改善城市居民的精神心里状况，而高植被覆盖度可以明显的降低肺炎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城市生物

多样性与城市所用树种中食源植物的占比同样存在正向关系，除此之外，外来入侵植物对本地生态环境的破

坏，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会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而在科学合理的树种规划指导下，增加植物物种多样性为

更多的潜在适生生物提供了合适的生活环境，进而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在进行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的的植被群落优化时，需遵循整体最优原则，即以群落主体功能为主，制

定优化方案调整植被群落内部各项特征因子，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整体提升。 除以上综述内容介绍的各服务

主要影响因子，在查阅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表 １ 说明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关系

表，可为今后植被群落营建与更新提供技术指导。

３　 讨论

城市绿地破碎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成为广大学者与城市管理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除

了基于土地利用 ／植被覆盖、ＮＤＶＩ、ＮＰＰ 等传统遥感数据研究城市生态系统变化以指导宏观层面的绿地系统

规划外，学者们还需关注微观尺度的植被群落数据，研究植被群落特征差异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之间的关系，
从微观层面指导城市管理者制定完善的植被群落整体优化策略，也为宏观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的有效实施奠

定基础。 相关的研究尝试与成果已经出现，张德顺等［９９］ 以上海市为例建立了 “植物功能性状－生态系统服

务”评价框架，为园林树种的选择和树种规划提供了一种客观理性的方法；Ｌａｖｏｒｅｌ 等［１００］通过对法国阿尔卑斯

山中部 Ｖｉｌｌａｒ ｄ′Ａｒｅ ｎ`ｅ 南面山坡生态空间进行研究后发现，基于非生物变量和植物特征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

评估模型，相较于单纯 ＬＵＬＣ 数据更能精细地表现相关的生态系统属性。 本文综述了目前学界关于植被群落

特征如何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主流观点，多为定性研究，将来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参数化、空间化后的植被群

落特征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量化关系。 基于以上内容，在符合景观要求的条件下，面向生态系统服务提升

的植被群落优化可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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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植被群落特征因子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关系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因子 Ｆａｃｔｏｒｓ

服务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缓解热
岛效应

Ｈｅａｔ⁃ｉｓｌ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暴雨径流调节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减少面源污染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削减交通噪音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ｎｏｉｓｅ

人居身心健康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生物多样
性保护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树种特性 反射率 高 ＋ ∅ ∅ ∅ ∅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低 －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气孔导度 高 ＋ ∅ ∅ ∅ ∅ ∅

低 －

树冠特征 针叶 ∅ ＋ ＋ ０．５ｋＨｚ—２ｋＨｚ ∅ ∅

阔叶 － － ＞２ｋＨｚ

根系特征
深、长、高质量
发达根系

∅ ＋ ＋ ∅ ∅ ∅

浅、短、低质量欠
发达根系

－ －

分枝点 高 ∅ ∅ ∅ － ∅ ∅
低 ＋

芬多精 浓度高 ∅ ∅ ∅ ∅ ＋ ∅
浓度低 －

可食性 有 ∅ ∅ ∅ ∅ ∅ ＋
无 －

垂直结构 结构层次 复杂 ＋ ＋ ＋ ＋ ∅ ∅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单一 － － － －

绿视率 高 ＋ ＋ ＋ ＋ ＋ ∅
低 － － － － －

水平结构 面积 大 ＋ ＋ ＋ ＋ ∅ ∅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小 － － － －

周长 长 ＋ ∅ ∅ ∅ ∅ ∅
短 －

密度 高 ＋ ＋ ＋ ＋ ∅ ∅
低 － － － －

排列 平行 ∅ ∅ ∅ － ∅ ∅
交错 ＋

乔木覆盖度 高 ＋ ＋ ＋ ＋ ＋ ∅
低 － － － － －

冠层结构 叶面积指数 高 ＋ ＋ ＋ ＋ ∅ ∅
Ｃａｎｏｐ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低 － － － －

郁闭度 高 ＋ ＋ ＋ ＋ ∅ ∅
低 － － － －

冠幅 大 ＋ ＋ ＋ ＋ ∅ ∅
小 － － － －

其他 Ｏｔｈｅｒ 入侵风险 高 ∅ ∅ ∅ ∅ ∅ －
低 ＋

植物多样性 高 ∅ ∅ ∅ ∅ ∅ ＋
低 －

　 　 ＋代表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在正向关系；－代表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在负向关系；∅代表未有文献证明此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对应的植被特征因子存在关系

（１）在以缓解热岛效应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分布在城市内的山体、公园、绿地等，进行植被群

落构建时，在树种规划上应选择高反射率、高气孔导度的树种，垂直方向丰富群落结构层次，水平方向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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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群落配置面积，适当提高种植密度和乔木覆盖度，冠层结构上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同时林缘

线设计不应执着于规则式延伸，适当结合自然，收放自如。
（２）在以暴雨径流调节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降水集中区域、台风多发区、城市低洼区域等，进行植

被群落构建时，树种规划上应选择根系发达的深根性针叶树种，采用多层次、复合式群落配置模式，水平结构

上适当提高群落面积、种植密度、乔木覆盖度，冠层结构上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
（３）在以减少面源污染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农业区、工业区等，面向截留蓄积能力提升的植被群落

构建方法与暴雨径流调节植被群落构建方法相同，此外，应考虑长度、生根深度、总根长和根质量较大的污染

净化能力较高的树种。
（４）在以削减交通噪音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城市主干道、铁路、车站旁，进行植被群落构建时，树种

规划上应选择分枝点较低的树种，同时根据实地噪声频率，选择针叶树种（５００ Ｈｚ—２ ｋＨｚ）或阔叶树种（２ ｋＨｚ
以上），垂直方向采用多层次、复合式群落配置模式，水平方向除了适当提高群落面积、种植密度和乔木覆盖

度外，排列方式以交叉排列为优，冠层结构上同前四种服务一样，增加叶面积指数、郁闭度和冠幅。
（５）在以维持人居身心健康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医院、养老院、居民社区、学校等，进行植被群落构

建时，树种规划上应选择芬多精挥发含量丰富的树种，垂直方向进行群落配置时，应提高群落绿视率。
（６）在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体功能的城市区域，如城市公园绿地、郊野森林公园、居住区游园等，进行

植被群落构建时，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树种规划上应考虑植物的可食性，花、果、叶等可为生物提供食

物来源，同时要重视入侵植物的防治工作，维护群落内部的生态稳定性，此外，应科学的提高群落内植物多样

性，为更多的生物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
（７）在进行面向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植被群落优化时，要遵循整体最优原则，同时兼顾实地的主要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许多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群落优化方案存在相似性，在进行实际群落构建时可统筹考

虑，共同提升。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杜乐山， 刘海燕， 徐靖， 张风春， 李俊生．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双向影响综述． 生态科学， ２０１７， ３６（６）： ２３３⁃２４０．

［ ２ ］ 　 葛荣凤， 王京丽， 张力小， 田光进， 冯悦怡． 北京市城市化进程中热环境响应．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１９）： ６０４０⁃６０４９．

［ ３ ］ 　 甘卫星， 朱光婷． 城市化的环境危机及其对策．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０， （１１）： ４７⁃４８．

［ ４ ］ 　 姜芊孜， 俞孔坚， 王志芳． 城市化背景下陂塘水文调节能力变化研究．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１９， （１２）： ５２⁃５９， ６４⁃６４．

［ ５ ］ 　 尹澄清． 城市面源污染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新挑战———代“城市面源污染研究”专栏序言．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７）： １０５３⁃１０５６．

［ ６ ］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Ｒ Ｉ， Ｋａｒｅｉｖａ Ｐ， Ｆｏｒｍａｎ Ｒ Ｔ 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１４１（６）： １６９５⁃１７０３．

［ ７ ］ 　 乔磊， 矫明阳， 董丽． 城市化进程中青岛地区地域性植物景观的营建． 黑龙江农业科学， ２０１１， （５）： ７９⁃８２．

［ ８ ］ 　 陈丹妮． 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评论， ２０１８， （２）： １０１⁃１１７．

［ ９ ］ 　 Ａｌａｖｉｐａｎａｈ Ｓ， Ｗｅｇｍａｎｎ Ｍ，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Ｓ， Ｗｅｎｇ Ｑ Ｈ， Ｋｏｅｌｌｎｅｒ 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ｈ，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ｍ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７（４）： ４６８９⁃４７０６．

［１０］ 　 Ｄｉ Ｌｅｏ Ｎ， Ｅｓｃｏｂｅｄｏ Ｆ Ｊ， Ｄｕｂｂｅｌｉｎｇ 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ｏｂｏ⁃Ｄｉｏｕｌａｓｓｏ， Ｂｕｒｋｉｎａ

Ｆａｓ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１８（２）： ３７３⁃３９２．

［１１］ 　 Ｚｈａｎｇ Ｂ， Ｘｉｅ Ｇ Ｄ， Ｚｈａｎｇ Ｃ Ｑ， Ｚｈａｎｇ Ｊ．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 １００： ６５⁃７１．

［１２］ 　 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 Ｐ Ｊ， Ｊｅｒｒｅｔｔ Ｍ， Ｓｕ Ｊ Ｇ，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Ｒ Ｔ， Ｃｈｅｎ Ｈ， Ｗｈｅｅｌｅｒ Ａ Ｊ，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Ｍ Ｓ．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１１５： ５１⁃５８．

［１３］ 　 高玉福， 荣立苹． 城市公共绿地降温增湿效益研究综述． 浙江林业科技， ２０１７， ３７（３）： ７２⁃７８．

［１４］ 　 欧阳志云， 王效科， 苗鸿．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的初步研究．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９（５）： ６０７⁃６１３．

［１５］ 　 Ｍａｎｌｅｙ 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ｎｏｗｆａｌｌ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５８， ８４（３５９）： ７０⁃７２．

［１６］ 　 陈丽文， 尹娟． 十一种园林植物增湿降温效应研究． 北方园艺， ２０１６， （２０）： ６７⁃７０．

［１７］ 　 刘文， 陈卫平， 彭驰． 社区尺度绿色基础设施暴雨径流消减模拟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６）： １６８６⁃１６９７．

６８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８］　 周早弘． 农业面源污染实证分析与政策选择［Ｄ］．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２００９．

［１９］ 　 蒋跃平， 葛滢， 岳春雷， 常杰． 人工湿地植物对观赏水中氮磷去除的贡献．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４（８）： １７２０⁃１７２５．

［２０］ 　 王玮璐， 郭小平， 汪明勇， 张平． 绿化带对交通噪音衰减效果的研究进展． 西北林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８（１）： ２４０⁃２４４．

［２１］ 　 徐文彬，姜潮，贾树华．自杀率与社会经济关系研究进展．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７，３３（２）：３２８⁃３３２．

［２２］ 　 Ｓｈｅｎ Ｙ Ｓ， Ｌｕｎｇ Ｓ Ｃ Ｃ．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ｖｉａ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７， ７： ４２８５４．

［２３］ 　 毛齐正， 马克明， 邬建国， 唐荣莉， 张育新， 罗上华， 宝乐， 蔡小虎． 城市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４）：

１０５１⁃１０６４．

［２４］ 　 李凤霞， 石辉， 魏峰远， 刘剑华， 冯晓刚． 不同绿化树种景观格局对城市局部小气候的影响．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 ３６

（１）： ６９⁃７４．

［２５］ 　 Ｓｍｉｔｈｅｒｓ Ｒ Ｊ， Ｄｏｉｃｋ Ｋ Ｊ， Ｂｕｒｔｏｎ Ａ， Ｓｉｂｉｌｌｅ Ｒ， Ｓｔｅｉｎｂａｃｈ Ｄ， Ｈａｒｒｉｓ Ｒ， Ｇｒｏｖｅｓ Ｌ， Ｂｌｉｃｈａｒｓｋａ Ｍ．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ｏｌ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８， ２１（５）： ８５１⁃８６２．

［２６］ 　 崔凤娇， 邵锋， 齐锋， 王誉洁， 张泰龙， 余海盈． 植被对城市热岛效应影响的研究进展．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７（１）： １７１⁃１８１．

［２７］ 　 Ｚｈａｎｇ Ｚ， Ｌｖ Ｙ Ｍ， Ｐａｎ Ｈ Ｔ．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ｆ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ｋｓ．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２（３）： ３２３⁃３２９．

［２８］ 　 陈朱， 陈方敏， 朱飞鸽， 曹璐， 沈兴华， 李俊祥． 面积与植物群落结构对城市公园气温的影响．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１１， ３０（１１）： ２５９０⁃２５９６．

［２９］ 　 高吉喜， 宋婷， 张彪， 韩永伟， 高馨婷， 冯朝阳． 北京城市绿地群落结构对降温增湿功能的影响．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６， ３８（６）： １０２８⁃１０３８．

［３０］ 　 Ｓｏｄｏｕｄｉ Ｓ， Ｚｈａｎｇ Ｈ Ｗ， Ｃｈｉ Ｘ Ｌ， Ｍüｌｌｅｒ Ｆ， Ｌｉ Ｈ 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３４： ８５⁃９６．

［３１］ 　 Ｄｕｎｃａｎ Ｊ Ｍ Ａ， Ｂｏｒｕｆｆ Ｂ，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Ａ， Ｓｕｎ Ｑ， Ｈｕｒｌｅｙ Ｊ， Ａｍａｔｉ Ｍ．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５６： １１８⁃１２８．

［３２］ 　 张波， 郭晋平， 刘艳红． 太原市城市绿地斑块植被特征和形态特征的热环境效应研究． 中国园林， ２０１０， ２６（１）： ９２⁃９６．

［３３］ 　 武小钢， 蔺银鼎， 闫海冰， 郝兴宇． 城市绿地降温增湿效应与其结构特征相关性研究．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２００８， １６（６）： １４６９⁃１４７３．

［３４］ 　 刘华， 宋涛， 李培培． 合肥城市主要绿地类型小气候调节作用初析．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２００９， ２２（６）： ３９⁃４２．

［３５］ 　 Ｊａｇａｎｍｏｈａｎ Ｍ， Ｋｎａｐｐ Ｓ， Ｂｕｃｈｍａｎｎ Ｃ Ｍ，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Ｎ．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ｎ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 ４５（１）： １３４⁃１４５．

［３６］ 　 贾刘强， 邱建． 基于遥感的城市绿地斑块热环境效应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中国园林， ２００９， ２５（１２）： ９７⁃１０１．

［３７］ 　 袁振， 吴相利， 臧淑英， 吴长山， 李苗． 基于 ＴＭ 影像的哈尔滨市主城区绿地降温作用研究．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７， ３７（１０）： １６００⁃１６０８．

［３８］ 　 李海峰， 李永树， 卢正， 刘雪婷， 彭文甫． 绿地景观热环境效应的遥感研究． 测绘科学， ２０１８， ４３（１）： ６６⁃７２．

［３９］ 　 Ｆｅｙｉｓａ Ｇ Ｌ， Ｄｏｎｓ Ｋ， Ｍｅｉｌｂｙ 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２３： ８７⁃９５．

［４０］ 　 张明丽， 秦俊， 胡永红． 上海市植物群落降温增湿效果的研究．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０（２）： ３９⁃４３．

［４１］ 　 章莉， 詹庆明， 蓝玉良． 基于微气候模拟的武汉居住小区植被降温通风效应研究． 中国园林， ２０１９， ３５（３）： ９２⁃９６．

［４２］ 　 秦仲， 李湛东， 成仿云， 沙海峰． 夏季栾树群落冠层结构对其环境温湿度的调节作用．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２６（６）： １６３４⁃１６４０．

［４３］ 　 Ｘｉａｎｇ Ｄ Ｘ， Ｌｉ Ｄ， Ｙａｎ Ｈ Ｎ， Ｙａｎｇ Ｎ， Ｘｉｏｎｇ Ｙ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ｅａｔ ｉｓ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８， ４０： ４２８⁃４３９．

［４４］ 　 游宇， 车伍， 张伟， 罗乙兹． ８ 种园林乔木林冠对雨水截留作用的研究． 中国给水排水， ２０１８， ３４（９）： １２１⁃１２７．

［４５］ 　 尹剑红． 广州市 １１ 种园林地被植物冠层截留特征研究［Ｄ］． 广州：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２０１６．

［４６］ 　 张焜， 张洪江， 程金花， 张静雯， 王贤， 宋楠． 重庆四面山暖性针叶林林冠截留及其影响因素．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３９（１０）： ３２⁃３５．

［４７］ 　 周彬， 韩海荣， 康峰峰， 程小琴， 宋娅丽， 刘可， 李勇． 太岳山不同郁闭度油松人工林降水分配特征．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 ５）：

１６４５⁃１６５３．

［４８］ 　 宋小帅， 康峰峰， 韩海荣， 于晓文， 周彬， 程小琴． 太岳山不同郁闭度油松人工林枯落物及土壤水文效应． 水土保持通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３）：

１０２⁃１０８．

［４９］ 　 Ａｕｂｅｒｔｉｎ Ｇ Ｍ．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ｐｐｅｒ Ｄａｒｂｙ：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１．

［５０］ 　 陈垚， 杨威， 王健斌， 潘伟亮． 雨水生物滞留设施中植被的设计与养护． 中国给水排水， ２０１７， ３３（１２）： ６⁃１１．

［５１］ 　 唐正光． 降雨入渗影响因素与滑坡的研究［Ｄ］．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２０１３．

［５２］ 　 李建兴， 谌芸， 何丙辉， 陶俊， 李天阳． 不同草本的根系分布特征及对土壤水分状况的影响． 水土保持通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１）： ８１⁃８６， ９１⁃９１．

［５３］ 　 陈莎， 陈晓宏． 城市雨水径流污染及 ＬＩＤ 控制效果模拟． 水资源保护， ２０１８， ３４（５）： １３⁃１９．

７８９９　 ２４ 期 　 　 　 韩宝龙　 等：植被群落特征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进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５４］　 李平， 王晟． 生物滞留技术控制城市面源污染的作用与机理． 环境工程， ２０１４， ３２（３）： ７５⁃７９．

［５５］ 　 Ｒｅａｄ Ｊ， Ｗｅｖｉｌｌ Ｔ，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Ｔ， Ｄｅｌｅｔｉｃ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４２（４ ／ ５）： ８９３⁃９０２．

［５６］ 　 杨帆， 刘赢男， 焉志远， 隋心， 袁磊， 倪红伟． 阿什河流域 １０ 种水生植物对水质氮磷的净化能力比较．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１８， ３１（４）：

７０８⁃７１４．

［５７］ 　 Ｒｅａｄ Ｊ，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Ｔ Ｄ， Ｗｅｖｉｌｌ Ｔ， Ｄｅｌｅｔｉｃ Ａ．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ｂｉｏ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１２（１）： ３４⁃５３．

［５８］ 　 吕建， 吴永波， 余昱莹， 茆安敏， 陈欢． 不同密度杨树人工林河岸缓冲带对无机氮的去除效果． 生态科学， ２０１９， ３８（２）： １４６⁃１５４．

［５９］ 　 胡颖． 河流和沟渠对氮磷的自然净化效果的试验研究［Ｄ］． 南京： 河海大学， ２００５．

［６０］ 　 朱胜男， 陈楠， 郑新宇， 肖清铁， 汪敦飞， 王玉洁， 吕昭君， 樊荣荣， 吕荣海， 林瑞余． 种植密度、施肥及种植方式对紫苏铅富集能力的影

响．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 ４９（３）： ３９９⁃４０６．

［６１］ 　 Ｌｌｏｙｄ Ａ， Ｌａｗ Ｂ， Ｇｏｌｄｉｎｇａｙ Ｒ． Ｂ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ｚ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ｓｌｏｐ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ｉｍ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ｂｕｆｆｅｒ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１２９（２）： ２０７⁃２２０．

［６２］ 　 Ｗｅｌｌｅｒ Ｄ Ｅ，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Ｅ， Ｃｏｒｒｅｌｌ Ｄ Ｌ．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ｉｐａｒｉａｎ ｂｕｆｆ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

８（４）： １１５６⁃１１６９．

［６３］ 　 王珊珊， 张帅， 王诗乐， 沈海龙， 高大文． 河岸带乔木树种配置方式对面源污染物 ＮＨ＋
４ ⁃Ｎ 的去除效果． 森林工程， ２０１４， ３０（４）： ２７⁃３０．

［６４］ 　 吴健， 王敏， 吴建强， 杨泽生， 唐浩． 滨岸缓冲带植物群落优化配置试验研究．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４（４）： ４２⁃４５， ５２⁃５２．

［６５］ 　 刘宏伟， 梁红， 高伟峰， 沈海龙， 高大文． 河岸缓冲带不同植被配置方式对重金属的净化效果． 土壤通报， ２０１８， ４９（３）： ７２７⁃７３５．

［６６］ 　 Ｋａｒｂａｌａｅｉ Ｓ Ｓ， Ｋａｒｉｍｉ Ｅ， Ｎａｊｉ Ｈ Ｒ， Ｇｈａｓｅｍｐｏｏｒｉ Ｓ Ｍ，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 Ｓ Ｍ， Ａｂｄｏｌｌａｈｉ 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ｇｒｅｅｎ ｂｅｌｔｓ．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ｉ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 １４（４）： １５５００３６．

［６７］ 　 吴淑杰， 韩喜林． 林冠降噪机理的探讨． 中国林业， ２００３， （７Ａ）： ３４⁃３４， １４⁃１４．

［６８］ 　 张明丽， 胡永红， 秦俊． 城市植物群落的减噪效果分析．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２００６， １５（２）： ２５⁃２８．

［６９］ 　 刘佳妮． 园林植物降噪功能研究［Ｄ］． 杭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０７．

［７０］ 　 袁玲． 植物结构对交通噪声衰减频谱特性的影响． 噪声与振动控制， ２００８， ２８（５）： １５４⁃１５６， １６７⁃１６７．

［７１］ 　 张庆费， 郑思俊， 夏檑， 吴海萍， 张明丽， 李明胜． 上海城市绿地植物群落降噪功能及其影响因子．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７， １８（１０）：

２２９５⁃２３００．

［７２］ 　 巴成宝． 北京部分园林植物减噪及其影响因子研究［Ｄ］．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２０１３．

［７３］ 　 陈龙， 谢高地， 盖力强， 裴厦， 张昌顺， 张彪， 肖玉． 道路绿地消减噪声服务功能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６（９）：

１５２６⁃１５３４．

［７４］ 　 Ｖａｎ Ｒｅｎｔｅｒｇｈｅｍ Ｔ， Ａｔｔ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 Ｋ， Ｍａｅｎｎｅｌ Ｍ， 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Ｊ， Ｈｏｒｏｓｈｅｎｋｏｖ Ｋ， Ｋａｎｇ Ｊ， Ｂａｓｈｉｒ Ｉ， Ｔａｈｅｒｚａｄｅｈ Ｓ， Ａｌｔｒｅｕｔｈｅｒ Ｂ， Ｋｈａｎ Ａ， Ｓｍｙｒｎｏｖａ

Ｙ， Ｙａｎｇ Ｈ 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ｎｏ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ｅｄｇｅ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７８： １９⁃２７．

［７５］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Ｓａｌａ Ｒ， Ｒｕｂｉｏ Ｃ， Ｇａｒｃíａ⁃Ｒａｆｆｉ Ｌ Ｍ， Ｓáｎｃｈｅｚ⁃Ｐéｒｅｚ Ｊ Ｖ， Ｓáｎｃｈｅｚ⁃Ｐéｒｅｚ Ｅ Ａ， Ｌｌｉｎａｒｅｓ 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ｏｉｓｅ ｂｙ ｔｒｅｅ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ｌｉｋｅ ｓｏｎｉｃ

ｃｒｙｓｔａ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２９１（１ ／ ２）： １００⁃１０６．

［７６］ 　 明雷， 郑洁， 程浩， 张振国． 常青道路景观配置对交通噪声的衰减效果． 环境污染与防治， ２０１２， ３４（１）： １５⁃１８．

［７７］ 　 Ｂｒａｎａｓ Ｃ Ｃ， Ｃｈｅｎｅｙ Ｒ Ａ，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Ｊ Ｍ， Ｔａｍ Ｖ Ｗ，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 Ｄ， 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Ｔ Ｒ．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ｖａｃａ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１７４（１１）： １２９６⁃１３０６．

［７８］ 　 黄俐琳， 袁媛， 陈清西． 漳州郊野公园绿道康养指标评价分析． 南方农业， ２０２０， １４（２２）： ５９⁃６６．

［７９］ 　 Ｂｏｅｒｓ Ｓ， Ｈａｇｏｏｒｔ Ｋ， Ｓｃｈｅｅｐｅｒｓ Ｆ， Ｈｅｌｂｉｃｈ Ｍ． Ｄｏｅ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ｂｌｕｅ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ｆ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 １５（１０）： ２１９５．

［８０］ 　 Ｎｕｔｓｆｏｒｄ 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Ａ Ｌ， Ｋｉｎｇｈａｍ Ｓ．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３， １２７（１１）： １００５⁃１０１１．

［８１］ 　 吴楚材， 吴章文， 罗江滨． 植物精气研究．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８２］ 　 林静， 简毅， 骆宗诗， 何家敏， 李谨宵． ５ 种康养植物芬多精成分及含量研究． 四川林业科技， ２０１８， ３９（６）： １３⁃１９．

［８３］ 　 Ｌｉｍ Ｌ， Ｊａｎｇ Ｙ Ｓ， Ｙｕｎ Ｊ Ｊ， Ｓｏｎｇ Ｈ． 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 ｎａｎ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 ｏｂｔｕｓ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１５（１）： １１２⁃１１５．

［８４］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 Ｈ， Ｈｉｓａｍａ Ｍ， Ｓｈｉｂａｙａｍａ Ｈ， Ｋａｗａｓｅ Ａ， Ｉｗａｋｉ 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ｎｃ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ｅｌａｎｉｎ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０， ７４（５）： ９１８⁃９２２．

［８５］ 　 Ｄａｄｖａｎｄ Ｐ， Ｒｉｖａｓ Ｉ， Ｂａｓａｇａñａ Ｘ， Ａｌｖａｒｅｚ⁃Ｐｅｄｒｅｒｏｌ Ｍ， Ｓｕ Ｊ， 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Ｍ， Ａｍａｔｏ Ｆ， Ｊｅｒｒｅｔ Ｍ， Ｑｕｅｒｏｌ Ｘ， Ｓｕｎｙｅｒ Ｊ，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ｊｓｅｎ Ｍ

Ｊ．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５２３： ５９⁃６３．

８８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８６］　 熊林云． 上海市郊城市绿地特性与居民呼吸健康关系研究［Ｄ］． 杭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２０．

［８７］ 　 冼丽铧， 徐彬瑜， 翁殊斐， 冯志坚． 广州城市园林绿地食源树种应用及其生态景观营造．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２）： １４２⁃１４７．

［８８］ 　 王勇， 许洁， 杨刚， 李宏庆， 吴时英， 唐海明， 马波， 王正寰． 城市公共绿地常见木本植物组成对鸟类群落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４， ２２

（２）： １９６⁃２０７．

［８９］ 　 Ｆｅｒｇｅｒ Ｓ Ｗ， Ｓｃｈｌｅｕｎｉｎｇ Ｍ， Ｈｅｍｐ Ａ， Ｈｏｗｅｌｌ Ｋ Ｍ， Ｂöｈｎｉｎｇ⁃Ｇａｅｓｅ Ｋ．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ｒ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４， ２３（５）： ５４１⁃５４９．

［９０］ 　 孙卫邦， 向其柏． 谈生物入侵与外来观赏植物的引种利用． 中国园林， ２００４， ２０（９）： ５４⁃５６．

［９１］ 　 李玉霞，尚春琼，朱珣之．入侵植物马缨丹研究进展．生物安全学报，２０１９，２８（２）：１０３⁃１１０．

［９２］ 　 李振宇， 解焱． 中国外来入侵种［Ｍ］．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９３］ 　 王宁， 杨洪宇， 祁珊珊， 孙见凡， 戴志聪， 杜道林． 外来植物入侵的生物多样性响应及其生态防控综述． 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１９， ４７（１２）：

１３⁃１７．

［９４］ 　 Ｂｅｚｅｍｅｒ Ｔ Ｍ， Ｈａｒｖｅｙ Ｊ Ａ， Ｃｒｏｎｉｎ Ｊ 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ｓｅｃ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５９：

１１９⁃１４１．

［９５］ 　 ｖａｎ Ｈｅｎｇｓｔｕｍ Ｔ， Ｈｏｏｆｔｍａｎ Ｄ Ａ Ｐ， Ｏｏｓｔｅｒｍｅｉｊｅｒ Ｊ Ｇ Ｂ， ｖａｎ Ｔｉｅｎｄｅｒｅｎ Ｐ Ｈ．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ｔｈｒｏｐｏ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１０２（１）： ４⁃１１．

［９６］ 　 Ｈｅｙｍａｎ 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ｂｉｒ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２６０（１）： １２５⁃１３１．

［９７］ 　 Ｅｉｓｅｎｈａｕｅｒ Ｎ， Ｍｉｌｃｕ Ａ， Ｓａｂａｉｓ Ａ Ｃ Ｗ， Ｂｅｓｓｌｅｒ Ｈ， Ｂｒｅｎｎｅｒ Ｊ， Ｅｎｇｅｌｓ Ｃ， Ｋｌａｒｎｅｒ Ｂ， Ｍａｒａｕｎ Ｍ， Ｐａｒｔｓｃｈ Ｓ， Ｒｏｓｃｈｅｒ Ｃ， Ｓｃｈｏｎｅｒｔ Ｆ， Ｔｅｍｐｅｒｔｏｎ Ｖ

Ｍ， Ｔｈｏｍｉｓｃｈ Ｋ， Ｗｅｉｇｅｌｔ Ａ， Ｗｅｉｓｓｅｒ Ｗ Ｗ， Ｓｃｈｅｕ Ｓ． Ｐｌ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ｄｒｉｖｅｒ ｏｆ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１， ６（１）： ｅ１６０５５．

［９８］ 　 彭李菁， 钟智扬， 吴小鹏， 何恺明， 刘立翔． 广州市园林植物多样性及其效应的调查研究． 生态科学， ２００１， ２０（４）： ８６⁃９３．

［９９］ 　 张德顺， 刘鸣． 基于“植物功能性状⁃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框架的园林树种选择方法———以上海为例． 中国园林， ２０２０， ３６（２）： １０６⁃１１１．

［１００］ 　 Ｌａｖｏｒｅｌ Ｓ， Ｇｒｉｇｕｌｉｓ Ｋ，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 Ｐ， Ｃｏｌａｃｅ Ｍ Ｐ， Ｇａｒｄｅｎ Ｄ， Ｇｉｒｅｌ Ｊ， Ｐｅｌｌｅｔ Ｇ， Ｄｏｕｚｅｔ Ｒ．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ｔ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９９（１）： １３５⁃１４７．

９８９９　 ２４ 期 　 　 　 韩宝龙　 等：植被群落特征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进展 　


